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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间认知差异与中国的外交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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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认知差异是决策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比较突出的认知差异有两种,一种可

以称为主客认知差异,即认知主体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差异。任何决策都要有事实根

据,但是这种事实并非完全的客观事实, 而是决策者认知世界中的事实。决策者的

认知越是接近客观事实, 决策的准确度也就越高,决策意图便越可以实现。当我们

研究决策的时候,需要研究决策者认知世界, 因为这个认知世界总是存在错误知觉

的。二是主体间认知差异,即决策环境中不同行为体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认知。行为

体的认知世界是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中形成的, 这个环境中存在不同的、但却又是不

断互动的行为体。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历史背景和实践经验, 对环境和环境中的其

他行为体作出判断,并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进行决策。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 ) ) ) 宏

观的和微观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内部的和外部的 ) ) ) 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决策

环境。这个环境越是复杂,其中的互动因素和互动关系也就越多, 不同行为体对同

一事物的认知差异也就越大。对于第一种的主客认知差异已有不少著述,
¹
但主体

间认知差异及其导致的后果却没有深入的、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

外交决策中的主体间认知差异也是明显的。由于行为体的认知是基于自己的

知识结构、文化背景、实践经验、信息渠道等一系列因素做出的, 所以主体间认知差

异总是存在的,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尤其如此。明智的决策者会敏感地意识

到认知差异并尽力缩小这样的认知差异, 以便改善决策环境,使决策意图得以更大

程度上的实现。所以,研究外交决策离不开研究决策者的认知, 也必须研究决策环

境中不同行为体的认知。当环境趋于复杂的时候, 主体间认知差异会加大, 造成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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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困难,因此对主体间认知差异的研究也就越是必要。世界情势瞬息万变, 不同行

为体对同一客观事物的认知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如果这种差异过大,不仅给决

策带来困难,甚至会导致重大的决策失误。张伯伦认为自己的外交努力可以带来一

代人的和平,但是,他的慕尼黑之行并没有阻止希特勒的侵略行动。主客认知差异

理论一般将这一错误归因于张伯伦对客观事实的错误认识, 但这样分析无疑忽视了

他的认知和希特勒的认知之间存在的巨大落差。也许,正是这种主体间认知差异导

致了绥靖政策的彻底失败。

自上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国际体系经历

了冷战后的巨大变化,中国和世界的相互依存程度大大提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

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进程与国际体系发展和国际社会运作处于高度和密集的

互动状态,几乎任何国际行为体都会与中国打交道, 任何重大国际事务都会对中国

国内的进程产生影响,任何重大国内事务都会对国际进程产生影响。随着中国的迅

速发展,这种交互影响的效应越来越明显。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外交决策必须面对国

内国际两个相互交错的场景,在一种双层博弈中进行。¹中国的外交决策环境确实变

得越来越复杂,国内国际大互动的实际使得中国外交决策必须考虑不同行为体之间

的认知差异问题,因之也使这一问题成为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

二

当前,中国外交决策面对三种主要的主体间认知差异。

一是中外认知差异,即国内国际对中国的不同认识, 突出表现在我们自己和国

际社会对中国的身份定位存在不同的看法。中国国家身份的定位本来就十分复杂,

中国也确实呈现出一种多重身份的状态:既大又小, 既强又弱, 既富又贫。经过改革

开放 30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上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占据世界第三的位

置。同时,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自身发展很不平衡, 国内不同地区经济差异很大,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依然很低。事实上, 以任何一种单一身份不加区别地界定中国

的国家身份都会失之偏颇。

但是,在决策过程中,人们往往希望以一种明晰的身份来界定中国, 以便减轻决

策压力和简化决策程序,加之审视角度的不同, 就中国身份问题,不同决策者的认知

差异就显现了出来。从对自己国情的了解和对国际权力结构的认识, 我们对中国的

身份定位包含了两个基本要素: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仍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

级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无疑是一个事实。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之间

的差异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都是巨大的。据此, 中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将主要

¹ Rob ert Pu tm an, / D ip lom acy and Dom es tic Po litics: Th e Logic of Two2LevelGam es0, In ternationa lOrganiza2
tion, V o.l 42, No. 3, 1988, pp. 427)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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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力集中在国内的发展上面。但是, 国际舆论却更多地将中国视为一个准超级大

国、世界第二大强国。金融危机之后,这种认识进一步加强。 /两强治世0 ( G2)、/中

美国0 ( Ch imerica)等概念被不断地制造出来, 各类国际会议现在似乎没有中国人的

参与就不能称之为完整的国际会议。不仅如此, 在一些重要国家的外交决策和全球

战略制定过程中,都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所以, 对于中国的国际身份和

地位, 中外主体间差异是明显的,并且成为我国外交决策的一个问题。

二是纵向认知差异,即国内政治精英与民众之间的认知差异。中国对外决策的

主体人群与中国的草根群体对中国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一些方面存在不同认识。

由于外交决策的特点,公众掌握的信息和政治精英掌握的信息存在很大的不同。应

该说, 政治精英尤其是参与决策过程的人士对信息的掌握是超过公众的, 有时甚至

是垄断性的。公众的信息大多来自公开的国内媒体和相互之间的传播。比如在古

巴导弹危机期间,苏联和东欧的公众认识到的苏联实力远远超出了苏联的实际力

量,他们所认识到的美国实力也要低于美国的实际力量。所以, 虽然包括赫鲁晓夫

在内的苏联最高决策层知道双方的实际力量对比, 并因此决定撤出部署在古巴的导

弹,但这种退让使很多人感到困惑不解,尤其使苏联的盟国感到失望和沮丧。

中国纵向认知差异的一个主要方面,表现在对外政策的所谓 /软0与 /硬 0上面。

改革开放确定了中国的主要战略是国民经济发展, 从而明确中国对外战略的主要方

面是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和维护有利的国际环境, 国际合作也就成为中国对外战略

的主导内涵。 /和平、发展、合作 0是中国对外决策的指导方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整体态势对中国发展是有利的。 /发展0实际上被界定为中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

核心利益。应该说, 30年来,这一外交方略是明智的, 它实现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

意图, 维护和营造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使得美国等一些国家无法对中国采

取当年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否则, 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会遇到更大的国际障碍, 中

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不会达到目前坐三望二的地位。

公众希望看到更加阳刚的外交。一百多年来中国始终在追求国家强盛和民族

复兴, 这是一种不能泯灭的政治心理, 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主要动力。¹随着中国国

家实力的上升,这种希望会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 民族主义也会上升。民族主义

从来都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 它激发一个民族的集体自强精神,使这个民族能够自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推动民众为民族大业努力奋斗。对中国这个近现代史上饱受外

国列强欺辱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另一方面,极端民族主义会刺激非理性情绪, 会

自我封闭,也会使得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孤立状态。公众希望中国有更加强

硬的外交,这是两种民族主义成分混合的结果。互联网时代确实在某种意义上使世

界变得扁平起来,权力的集中程度下降,信息的来源多元化, 信息的传播速度加快,

¹ Q in Yaqing, / S truggle for Ident ity: A Polit ical Psychology of C h inaps R ise0, in B ran tly W om ack, ed. ,

Ch inaps R ise inH istorical P erspective, L anham: Row an and L ittlef ield, 2010, pp. 249)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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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自身也变得复杂起来, 传播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信息也就成为 /真实 0信息。¹虽然

公众的呼吁并不全是理性的, 但是它却成为国家决策环境中的要素之一, 直接影响

到国家的外交决策和国家国际行为的余地。

三是横向认知差异,即国内利益群体之间对同一事物的认知差异。国内国际两

个政治进程中的利益关系是十分复杂的, 中国全面进入国际社会之后, 中国社会内

部的利益出现了迅速多元化的趋势,利益多元化推动了利益群体的形成, 利益群体

的形成导致了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认知。利益群体政治是任何政体中不可忽视的一

个部分,也是外交决策中内外互动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当年艾利森从对古巴导弹

危机决策的研究中凝练出 /政府部门政治 0 ( governm enta l po litics)的非理性决策模

式,主要是讨论不同政府部门都试图将自己的部门利益确立为国家利益, 并且形成

竞争。艾利森虽然考虑到部门之间的利益分歧, 但采用的仍然是一种国家主义的研

究方式,把重点集中在政府内部的不同部门之间, 没有考虑社会群体在外交决策中

的影响和作用。º

但是,社会力量是重要的外交决策环境因素。中国社会多元利益的发展是一种

正常的社会现象,它也必然进入外交决策进程。这种情景也加大了集团之间的认知

差异, 并且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利益的海外延伸, 不同利益都要求在外交决

策中有所体现,这就使得决策程序变得更加复杂。比如,出口企业的利益可能与内

销企业不同,沿海地区的利益可能与内陆地区不同, 环保部门的利益可能与能源部

门不同,等等不一。在社会多元化和权力相对流散的情况下, 高度集中地确定国家

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中的利益已经很难做到。即便是已经在国家层面理性确定

了的国家利益,也会由于集团利益的介入而在实现过程中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异。

三

内外、纵向和横向这三种主体间认知差异在任何政体、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 所

以它是一种普遍的决策现象。但是主体间差异的程度是可以不同的, 也是可以通过

采取措施加以调节的。对于外交决策环境而言,主体间认知差异程度越大, 决策也

就越复杂、越困难,对外政策的执行和运作余地也就越小。上世纪 50、60甚至 70年

代的中国,这种差异虽然也存在,但是在一种相对低的程度上运行,对外交决策环境

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和决定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都

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社会经历了冷战后的转型, 中国自身也处于改革开放带来的

巨大社会变革之中,中国与国际社会的相互作用日益明显、日益加大。这种高速度

¹

º

参见1美2托马斯# 弗里德曼: 5世界是平的 6,何帆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年。

G raham A llison and Ph il ip Zelikow, E ssence of D ecision: Exp la in ing the CubanM issile Crisis, 2nd ed. , New

York: Longma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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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高密度互动也使得认知差异日趋明显。对于转型和迅速发展的社会来说, 这

属于正常现象。但需要考虑的问题是, 如何缩小这些差异, 以便使外交决策更加科

学,外交手段更加合理,外交战略意图更能够得以充分实现。

主体间认知差异很容易产生期望落差。中外差异使得国际上一些人认为中国

不愿意承担国际责任: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但国际舆论实际上将中国视为

世界第二大国。这种认知差异的一个明显结果就是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

国际义务,其中不少甚至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实际能力, 哥本哈根会议的减排目标就

是一个实际的个案。在其他领域,类似例子仍然很多。并且, 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

展,这样的要求会更多。比如在环保、核裁军、对外援助、地区安全等不同跨国问题

领域, 对中国的期望值都有增高的趋势。纵向认知差异趋于导致国民对国家的对外

政策不理解,认为中国外交太 /软 0的观点主要就是这种认知差异推动形成的。横向

认知差异则趋于将群体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 从自我利益的视角解读国家利益, 甚

至在知道国家整体利益的时候,也会将群体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对外决策环境的难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间认知差异程度的大小,缩小主

体间认知差异会使决策环境的便利面上升, 困难面下降, 反之亦然。中国外交决策

目前面临的一个难题是:一方面中国在迅速发展, 对外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

中国外交面对的国际国内形势更趋复杂; 另一方面, 以上讨论的三类差异都呈现上

升态势,且有的时候是急速的跳跃式上升。这种情景加大了外交决策和政策执行的

难度。

自然,有许多措施可以缓解这类问题,比如合理的公共外交战略、有效的高层外

交协调机制等等。由于这类认知差异已经成为外交决策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本文

希望重点提出主体间认知差异这一概念, 目的是设计外交决策研究的一个次级议

程,使研究人员关注主体间认知差异, 思考这类差异是如何产生的, 在什么条件下、

采取什么措施,可以使主体间认知差异加大或是缩小。对于经历五千年之大变局的

中国来说,对于面临复杂多变内外形势的中国外交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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